大历史观推进专业化的历史教学
                   ——以读《中国共产党简史》为例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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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观”的视角对中国历史做过解读，尤其先生倡导的“数目字管理”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而且对我们认识及践行历史学科本质裨益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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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大历史观”

“大历史观”是黄仁宇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逐渐总结出的一种治史方法，核心是“立足于“大跨度”的时间段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角度检讨历史” [1]。

先生所说的“道德”层面是指从价值观或意识形态方面解读历史；“技术”则是从能用具体“数字”统计与量化的社会组织、人员结构、经济管理等层面进行“数目字”分析。先生为什么如此关注“技术”层面的研究？笔者认为必须阐释清人与社会的关系。人是社会的产物，其活动均打上了社会的烙印。历史上很多“神机妙算”者皆根据某某人的生活和社会环境预测此人的运势；再有当下许多谍战影片中的情报局只要查出或截获某些人的信息就可以推理出该人相关活动。所以，“道德”乃社会的产物，先生不是反对从道德角度研究历史，而是从道德所折射的更深处（更具有可操作性的技术角度）研究历史。

知晓了“大历史观”的基本理念后，笔者以阅读《中国共产党简史》为例肤浅阐释其理论进而达到把握历史学科本质的目的。

“大历史观”案例阐释
《中国共产党简史》这本书用极简而又明了的叙述手笔勾勒出中共近百年的历史，文中多采用“归纳”手法，这非常符合先生“大历史观”的研究视角。该书多次谈及中共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克敌制胜的法宝是“群众路线（尤其是农民阶级）”。为什么中共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国民政府就不晓群众之伟力去发动放大人民群众？笔者将研究点定位在20世纪30年代，尝试从“技术”层面尝试解答这个问题。

（1）两党政权组建历程

1931年11月中共在江西瑞金正式成立和国民政府对峙的工农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其形成的大致脉络如下表格所示：

	时间
	大事件
	大事件对应的主要活动

	1921
	中共一大
	成立中国共产党，将工人运动作为中心任务，制定革命纲领

	1922
	中共二大
	修改党的革命纲领

	1923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和三大
	领导工人罢工；三大确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

	1924
	国民大革命
	工人武装起义和部分农民运动

	1925
	中共四大；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
	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中共领导各地群众游行示威、罢工、罢课和罢市

	1926
	中山舰事件
	蒋介石调动军队扣留中山舰，驱逐共产党员

	1927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共五大；马日事变；“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南昌起义；八七会议；秋收起义；三湾改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广州起义
	毛泽东对农村实践调查；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共合作失败；五大通过了《土地问题议决案》等；许克祥屠杀共产党人；汪精卫宣布停止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中共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批判和纠正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共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尝试

	1928
	井冈山会师；中共六大
	1928年4月毛泽东、朱德、陈毅领导的军队在井冈山会师

	1929
	古田会议
	初步解决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建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

	1931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
	会议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为主席


从这10年演变过程中中共活动范围由大城市逐步转向了农村；中共政权依靠的主要力量由工人为主转到农民为主，其党员成分也随之发生变化：1927年4月中共五大时，工人50.8%，农民18.7%，知识分子19.1%，军人3.1%，中小商人0.5%，其他成分7.8%；到1928年6月中共六大召开时，全党党员其中农民党员占了76%，而工人党员仅占10%，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的统计，全党党员人数增加到69000人，工人党员的比例却由六大时的10%下降到7%。 [2]
国民党从同盟会至1927年以前，其主体是一批反对现有体制（清政府封建体制、北洋政府体制）的知识分子。换句话说国民党政权建设走的是一条上层“精英”路线，其活动范围聚集于城市。1927年后，国民党则由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其间人员构成（尤其是知识分子界）也发生了极大变化，比如1934年，湖南国民党党员中学生比例更降至7.5%。[3]北伐时期青年学生争相加入国民党的情景不复再现。缘由于此时国民党对那些富有革命激情的知识分子已失去了吸引力，这也反衬出此时的国民党在社会建设方面日益保守，官僚性日益浓厚。政界党员比例明显增加，如广州市在国民党“二大”时，工人党员占60%，政界党员占10%，到国民党“三大”时，工人党员降至16%，而政界党员则上升至46%。[3]
（2）两党解决农民问题的策略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长期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农民生计是关乎国家稳定发展的最大问题。孙中山在1905年三民主义中明确提出“民生主义”（核定地价，平均地权），试图解决当时社会贫富差距过大问题（理想化，没有实施），国民大革命期间进一步提出“扶助农工”政策，成立领导农民运动的“农民部”，由于在实际工作中国共两党合作（国民党认为乡村农民愚昧保守，是乌合之众），农会运动实际运作呈现国民党做上层工作，中共做下层具体工作格局，结果是国民党也逐渐丧失了社会底层的动员能力。蒋介石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以后，由于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将领和官员出身于地主和资产阶级，因此并不希望开展任何将危及他们利益的土地改革。“中产阶级--主要是各种商人、实业家和高利贷者在这方面也同样无所用心。他们生活在条约口岸或作为高利贷者在农村活动，是现存秩序的受益者，不希望发生任何将激起波涛的改变…… ”[4]
对于中共而言，1927前中共走的一直是“城市中心”路线，工农联盟问题直到1925年三大才逐渐提出，之后逐渐深化，走出了一条“工农武装割据”革命道路，通过“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满足农民土地问题的政策”在农村扎稳了脚跟。

（3）两党政权的财政收入结构

农业收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到了近代，在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下，中国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政府的财政收入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如：晚清财政收入结构比较表[5]
	年代
	田赋
	盐课
	厘金
	关税

	
	岁入（两）
	比重（%）
	岁入（两）
	比重（%）
	岁入（两）
	比重（%）
	岁入（两）
	比重（%）

	1842
	29575722
	76
	4981845
	13
	/
	/
	4130455
	11

	1885
	32356768
	48
	7394228
	11
	12811708
	19
	14472766
	22

	1888
	33243347
	42
	7507128
	10
	13600733
	18
	23167892
	30

	1894
	32669086
	43
	6737469
	9
	13286816
	18
	22523605
	30

	1903
	37187788
	38
	13050000
	13
	16252692
	17
	30530699
	32

	1911
	48101346
	27
	46312355
	26
	43187097
	24
	43139287
	23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其财政收入结构中关税收入进一步增加为2. 75亿元，1934年增至3.82亿元，关税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百分比由1928年的41%，增加为1932年的51. 75%。[6]国民政府财政多仰仗关税，这和中央政府忽视农村建设和30年代国民政府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走向失败密切相关；其次南京国民政府仅仅在形式完成了国家统一，实际上地方仍呈现军阀割据局面，中央政府能控制的地区多在沿海尤其是江浙地区，江浙地区的财阀又成为国民政府的核心经济依仗。 因此，农业赋税在最高统治集团那里处于极其次要地位，

中共在1927年后广泛开展农村革命根据地。财政经历了由分散到统一的过程，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成立后，颁布了《暂行财政条例》和《暂行税则》开始了全面开展财政统一工作时期。这一时期的财政收入主要向一切封建剥削者进行没收或征发，根据其财政收入来源统计如下：废除苛捐杂税, 向封建剥削者筹集财政收入（主要是农业税），此外，发行公债、关税和战争缴获也是补贴政府财政的手段，随着后期根据地经济的稳定，中央根据地开征农业税和商业税，农业税是根据地财政经常收入中的最大部分, 这也反衬出中共控制下的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和发展。“1930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英山县水稻单位面积产量增加二三成，有的甚至达到五成，出现“赤色区米价一元一斗，白色区一元只能买四五升”的情况”[7]。

纵览国共两党在政权组建历程（人员构成、空间发展……）、农民问题的解决策略和财政收入结构三个方面的数据分析，很容易得出黄仁宇先生所言只有“改组高层机构，整顿底层机构，重订上下之联系，这是一个国家进入现代数目字管理的政治条件” ，而国民政府实行一党专政，不去发动、组织、建设基层民众，基层民权不张；中共工农政权则依仗广大农民群众，采取了更加贴近广大群众利益的政策，致使国共两党在对待“人民群众”方面出现截然相反的态度。

“大历史观”下认识与践行历史学科本质
“历史学科（历史教育学）”的本质是什么？笔者认为历史学科（历史教育学）是基于历史、历史学基础之上对历史进程进行阐释的人文社会科学。它有着极强的时空意识，史论结合意识，知识的综合、融通意识和人文教育性。

“大历史观”中的许多理念均是帮助师生把握学科本质的有力抓手。

从上面案例分析中，首先我们已感受出用“量化”的数据远比从党的性质这种意识形态方面分析国共两党不同的群众路线更加客观，因此“数据分析”是大历史观的核心内容。当下素养立意之下的历史教学非常注重借助图表培养、提升、检验学生历史素养的手段。比如2021年山东高考卷，有5个图表式选择题，4个主观题全部为图表类问题，图表类型涉及辨析类、漫画+文字类，饼状图+文字类，地图+文字类及折线图+文字类。图表类问题如此受到青睐的主要原因在于思辨性极强，非常利于培养和提升学习的历史思维。“运用科学的思维和方法（唯物史观），从时间空间纵横联系的视角分析（时空观），提出自己的历史认识（史料实证），准确合理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历史解释），正确地认识历史和现实（历史价值观）”[8]。

其次，“大历史观”立足于大跨度下的时空分析，尽管上述案例选取的是上世纪30年代，但实际的分析过程贯彻30年代前后的较大尺度。正如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将1588年的重要人物皆进行了大尺度的撰写。因此采取较大时空尺度研究历史是大历史观的“关键”。眼下的大单元学习只有将历史人物或事件或现象放置于大时空下才能知晓时代的变迁，进而认清历史，总结出社会发展规律。比如研究五四爱国运动，不仅仅要局限于1919年，而应该往前追溯到新文化运动，晚清时期的救亡图存，甚至是古代士人们那种“担当、责任”天下观意识，往后推及对中共成立乃至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影响，这种研究更能从根源上发掘出历史事件或现象的“必然性”，真正思考出历史“何以如是”展开。

第三，注重归纳研究法。前面提及选择《中国共产党简史》的理由之一是这本书用简明扼要的叙述手笔将百年党史清晰展现在世人面前，说明作者充分运用了“归纳法”。归纳法就是通过看到的经历过的各种事情，抽象出一些方法论出来，用以找到事物的规律从而预测事物未来的发展。这也是历史学习的“以史为鉴”教育性。该方法实施的前提是先将现有的史料进行高度压缩，写出简明扼要的前后连贯的纲领甚至还可以与西方做相互比较，再由对各个时段的分析归于一体去看待社会问题。

总之，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放宽了历史的视野，通过数据秉承客观的态度探究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而把握历史的本质，这对于当下素养立意的历史教学具有一定的借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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